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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大學同心社

四月去了四川,到了四川大學,看了新的三星堆博物館,到了峨嵋

山,觀看了令人驚嘆的《只有峨嵋山》遊走六個劇場的沉浸式演出。短

短幾天，不斷有大開眼界的事物。這裡集中陳述一下四川大學的訪

問。

訪問四川大學，並非訪問教育部門，而是由於一項捐款。事緣

2008汶川地震，引起港人的關注，三位朋友 – 朱裕倫、馮紹波、梁

家齊 -- 捐了一筆款，給汶川地震受災的學生升讀大學，筆者在疫

情前曾經參與朱裕倫帶領的一組港大校友，到四川大學訪問這些學

生。這次是第二次，也與一些受資助而畢了業的校友見面，其中不少

是專門從外地趕來的。

原來因為汶川地震，上述三位成立了一個“香港同心教育文化慈

善基金會”。當時的目的，就是幫助因為地震而家庭經濟困難，因而

無法升讀大學的高中生，每人5000元人民幣，共100名學生，並且連續

資助直到畢業。其中也包括因為地震失去家庭的孤兒。並且與大學協

商免去這批學生的學費。2010年，又開始每年從二年級學生中遴選出

家庭經濟特別困難的學生，每人資助5000元，直至畢業。2012年，又

捐資為家庭困難的學生加強英語。

這些錢，在全校的經費來比，不算大數目，但是卻可以說是精準

資助。筆者上次隨團訪問是2017年，這些受資助的學生，有些已經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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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。這次事隔只不過幾年，卻不少已經在不同崗位成為獨當一面的能

手，也有回到家鄉從事基層工作的，也有不少讀完大學繼續讀碩士、

博士，也有到外國深造的，也有已經在做博士後的。真正感到原來的

捐贈，開花結果。

助學解困 開花結果

難得的是，很多這些畢業生，這次特地從外地趕回來，參加幾個

小時的聚會。他們事業有成，那種感恩之情，溢於言表。是一個非常

感人的聚會。原來他們在2009年，成立了一個學生社團，就稱為“同

心社”。朱裕倫還不斷收到這些畢業生的書信，儼然一個大家庭。

聚會裡面,除了一些節目表演（特別是同心社的成員），許多曾被

資助的畢業生上台分享自己的生活歷程，都很感人。其中一位校友，

2008年地震後入學，自己成立公司從事環保的，聚集了幾名校友，都是

事業有成之人，準備自行成立一個基金，也是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。這

就回應了朱裕倫在會上表達的一個擔憂 – 如何傳承。

这使筆者聯想到遇到四川大學幾位領導說的：“解困 – 育人

– 成才 – 回饋”的過程。筆者以前在大學從事籌款，這種提法倒是

沒有想過。大學籌款，粗略來說，三種目標：基建、研究、助學。大

學不是賺錢的機構，在公立大學來說，政府撥款是最大宗，但是公帑

的撥款，難免有院校公平、成果可期、繁文縟節等等的制肘，因此利

用社會資源的民間捐款，就成為必不可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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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舍的擴建，雖然也會有政府和賽馬會的資助，仍然需要校方籌

款，也因此校園許多建築物都有捐贈者的命名。科學研究，旨在突破，

難免有不可測的因素，單靠競爭性的項目經費，就很不夠，因此需要有

類似冠名教授的設立。

各類助學金，雖則或會有獎勵性質的項目，大多數或多或少帶有

經濟補助的目的，例如當年徐立之校長設立的“第一代大學生助學

金”，就是聚焦上一代沒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的家庭，讓這一代學生

能夠在正規課程之外，享受其他的學習經歷。也可以說帶有“解困”

的味道。

回饋社會 超越解困

但是這些助學金的目的，彷彿就停留在對學生的“解困”。四川

大學對同心基金的看法，就超出了“解困”。在他們來說，“解困”

只不過是起點，之後的“育人”和“成才”，並不因為“解困”而自

然發生，需要一個有意識的過程。而後面的“回饋”，就是把個人的

“解困”，轉化為對社會的“回饋”。這裡，筆者又生出兩個觀察。

第一、這種從“解困”到“回饋”的轉化，非常重要。是由個人

的得益，衍生出對社會的關懷；是“對己”到“對人”的人生觀的轉

變。而這種轉變，需要環境的熏陶。四川大學、學生的同心社，以及

眾多的受益校友，看來形成了一種氛圍，對於這種從“受益者”轉為

“貢獻者”的過程，很小心地維護，但又不是形式主義的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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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、從當天感覺到的，受益的校友們，表現出來的又不是簡單

的“回饋”。“回饋”，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由“感恩”衍生“報

恩”。與許多受益的校友交流，他們已經超越了“報恩”的心態，而

成為了“自為”的貢獻者。也就是說，幫助別人，已經流在他們的血

液裡面。他們又成為了新一代“助學”循環的起點。

所以說，朱裕倫對“繼承”的擔憂，已經被無數個“朱裕倫”回

答了。他們主動為社會承擔責任。他們每一個人未必有“同心基金”

的財力，但那無數人的力量是巨大的。

超越回饋 社會為懷

從這樣的觀察出發，就會發覺，以“助學”為目的的捐贈，不應

該以“解困”為全部目標。“助學金”發出的信息，不是“有錢的”

對“沒錢的”施捨，而是社會互助的大循環。“今天我幫你，明天你

可以幫大家。”這是一種大教育的理念。

上面提過，全部捐贈，不是大數目；受益的近2000人次，在全校

也不是大數目；這次感到大學領導的重視，與項目的金錢規模不成比

例，就蘊藏著深刻的教育理念。

談到“回饋”，順便多談一點。不知不覺之中，香港往往被公認

為是捐贈者的集中地。不錯，雖然大規模對本地大學的捐贈，是21世紀

初才出現的，但是對中小學的捐贈，已經是一種風氣 – 君不見香港到

處都是捐贈者冠名的學校！其實，香港人對外國尤其是美國大學的捐贈

，已經很有歷史。其中尤其是財產較多的大商家，到處留下他們捐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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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名。相當多是在年紀較大的時候，感到自己在社會取得很大的財富，

很願意對社會做出“回饋”。這是全球捐贈者的普遍心態，也是一種良

好的願望 – 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。近二十多年香港高等教育獲得的捐

贈，大都帶著這種良好願望。

但也有朋友提醒：富二代，也就是這些熱心捐贈者的下一代，心

態會不一樣。他們的財富繼承自上一代，沒有多少“取之社會”的感

受。在他們來說，或則以保守這些財產為目的，或則運用這些財產獲

得更多的財產。但是在香港，也看到很有社會意識而著意貢獻社會的

“富二代”。他們一般都受過不淺的高等教育，很多都是外國高等學

府的高材生；他們會按照自己的認識和意願，尋找自己的方向，成立

自己的公益基金，發展自己的慈善事業。也有一些家族，一部分成員

分出來從事慈善事業。他們會聚焦自己特有的捐贈方向，或者運用自

己的力量，而不採取捐贈他人的方式。他們也是高尚的“貢獻者”，

但是跨越了“回饋”的意念。

假如這個觀察有道理，則香港的教育捐贈，也許會進入一個新的

世代，需要教育機構採納新的籌款方向。

然而，社會財富的分散，也許是另一個現實。不敢說頂尖的富人

會減少，但是無數的小富人將會愈來愈多，短暫的富人也會愈來愈多，

也許是不爭的趨勢。教育必須有大量的民間資源，教育機構的籌款，往

何處去？從四川大學的例子，也可以看到未來的端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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